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21.6

军需、盐税与利益分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浙江盐政中的合同包税制

唐明胜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为筹措军政费用和稳定盐税收入，不仅要求浙江省内的世袭盐商预缴盐

款，还将部分地区的盐税交由合同包税商代征。通过这种制度选择，南京国民政府可以经由合同包税商获得预缴盐税，

满足了当时战争和政权建设的需要。同时，合同包税商还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整顿区域内盐务，政府因此节省了治理成

本。然而，由于合同包税商垄断食盐批发，他们与地方利益群体之间矛盾重重，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最终，合同包税商

在缺少地方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其整顿盐务和汲取税收的效果极其有限。从浙江省盐税包办的推行来看，合同包税商在

这一时期的制度架构下既受到国家管控，也受到地方利益团体的监督与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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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Expenditure, Salt Tax and Benefit Differentiation:
Contract Tax-farming in Zhejiang Salt Administration during

Earl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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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o raise military and administra-

tive expenses and stabilize the salt tax revenue, central government required the hereditary salt merchants to

prepay salt tax and then selectively introduced contract tax-farming in some areas where the legal salt market

was shrinking, so tax contractors acted as agents of the government for salt-tax collecting and salt wholesale.

Through such institutional choic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ould get a large amount of prepaid tax from Tax

contractors, and it satisfied the requirement of warfare and state-building. Meanwhile, Tax contractors w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ctify the salt administration shortcomings in these regions due to economic profit in-

centive, and that saved national governance cost. However, because of tax contractors’salt wholesale mo-

nopoly, the conflicts between contractors and the local interest groups were intense. Tax contractors became

the target for a lot of criticism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results they achieved on salt administration rectifying

and salt-tax collecting was limited in the absence of support from local government. The practice of contract

tax-farming suggests that professional tax contractors were still under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under the in-

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is period. They were also supervised and restricted by other local interes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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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收制度史上，包税制是一种重要且普遍的征税方式。所谓“包税”（tax farming），即指国家将部

分税收职能转移给官僚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组织代理，代理人按照合同规定向国家支付固定数额或比例

的租金后，可保留超额或分成部分的税收。世界范围内，包税制的具体运作方式复杂多样，制度在不同

地区的演变和影响差异明显。一些政权因为包税商失控而丧失了在民众间的合法性，最终只能在不断

激化的社会矛盾中走向失败。另外一些政权则借助包税制实现了行政能力扩张，并在随后完成了政府

征税对包税制的取代。已有研究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国家对包税商的控制能力存在差异，

一般是政权对包税商的控制能力越强，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张过程就越容易①。
在中国，除了五代和宋时的“扑买”，以及元代的大范围包税制外，近代以来的包税问题也早已受到

学界关注。曼素恩（Susan Mann）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包税制的学者，他

们主要关注包税制类型的演变，以及政府与包税人的关系。两位学者认为，在不断扩张的财政需求下，

经纪机制被政府推进到社会基层。在此过程中，经纪机制不仅发生了性质转变，而且依靠自我复制最终

让政府无可奈何。失控的经纪机制阻碍了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张，彻底变成包税人敲诈和勒索的工具②。

国内一些研究者则更多将包税理解为一种弥补行政力量不足的手段，强调国家在基层严重依赖经纪机

制。这些研究认为，即使包税制效率不佳，甚至出现严重弊端，政府也无法完全用官僚行政取而代之③。

这些研究似乎都过于强调包税制的强势特征，忽视了政府管控和社会反抗的存在。因此，他们的描述与

分析未必全面和准确，这也让包税制问题尚有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深入讨论的空间。

本文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包税制，以1927—1932年间浙江瓯盐销区（瓯盐主要行销温州和处

州，以下简称“温处地区”）的盐税包办作为核心案例，利用馆藏报刊、档案、日记等资料，考察该项制度的

实践情况。基于民国前期盐政机构建设取得的进展，一些研究认为现代官僚行政正在成为当时征收盐

税的主要依赖④。不过，这类观点局限在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分析上，并未考虑制度实践和区域差异，更

未认识到政府内部的利益冲突。徐泓和黄国信指出，自明代纲法实行以后，盐课征收和盐场收盐都采取

了代理人制度。盐商代理国家征收盐课，并获得世袭垄断特权⑤。盐税代征在民初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仍然较为普遍，只是学界关于同时期包税制的讨论多集中在田赋、商业捐等税种上，对盐政中的包税现

① John Butcher, "Revenue Farming and the Changing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in John Butcher and Howard Dick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pp.19-43; and see also Noel D. Johnson, Mark Koyama, "Tax farming and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in England and Fran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51(Jan.2014), pp.1-18.

② 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69-

19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5-227页，

第241-243页。

③冯小红，张清芙：《1928至1937年河北省县级税收征管中的经纪制改革述论——兼与杜赞奇先生商榷》，《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李里：《民国时期天津脚行包税制度的存废探悉》，《近代史学刊》2014年第2期；任

吉东：《近代华北乡村市场中的包税制——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魏文享，张莉：《自征

抑或代征：近代天津营业税征稽方式的路径选择（1931—1937）》，《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2期；曹瑞冬：《清末民初广东的花捐包征与政商关系》，《财政监督》2020年第6期。

④ Julia C. Strauss, 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84-96；张立杰：《南京国民政府的盐政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0-

50页。

⑤徐泓：《清代两淮盐场》，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2年，第112页；黄国信：《国家与市场：明清食盐贸易研究》，

中华书局，2019年，第4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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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讨论较少①。因此，一些问题仍待进一步讨论，如国民党政权为何会在特定地区重拾包税制？盐税代

征的实行效果如何？不同群体围绕包税制形成了何种关系？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揭示南京国民政府

在成立初期的制度选择逻辑，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政府税收代理机制在地运作时的复杂性。

一、温处地区盐税包商政策的出台背景

民国前期，由于军阀割据和战争频发，全国盐政已无统一制度可言，统治政权选择何种征税方式，往

往根据财政需求和地区情况灵活变通。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上旬先后攻克杭州、上

海和南京。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党中央不仅需要经费来维持行政运行，而且急需筹集大量经

费来支撑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根据1927年6月古应芬在财政会议上的报告，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军事经

常费用为1400余万，行政费用为200余万，另外尚有数额不定的临时性开支②。在军政开支日益膨胀的

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通过各种途径筹集经费，其中就包括督促盐商预缴盐款和稳定盐税收入。面

对各地盐政情形差异较大的现实，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因地制宜策略，温处地区盐税包商政策正是中央

财政需求与区域盐政情形结合的产物。

在1927年6月的财政会议上，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继续将盐税纳入国库收入。当时南京政府实际控

制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其余省份的盐税依然被地方截留③。浙江省作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实际

控制的省份之一，在执行中央政府摊派的筹款计划时几乎是不遗余力。1927年2—11月间，浙江为南京

筹募的经费达1000万以上，而当时浙江省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200万④。在盐政方面，浙江省不仅配

合南京国民政府将全省盐税用作发行国库证券的抵押，随后还承担了库券认购的摊派任务，在中央政府

财政困难时组织省内盐商预缴盐税⑤。

1927年7月初，两浙盐运使周骏彦召集省内盐商预缴税款，数额定为110万元⑥。执行办法大概如

下：国民政府以军需为由，要求盐商预缴盐税，但因预缴期限短且数额巨大，盐商可以选派代表向银行业

和钱庄业借贷大部分的预缴款项，两浙盐运使则作为借贷合同的担保人。另外，贷款并非由盐商直接偿

还，而是政府在盐税收入到账后，通过财政拨付的方式向银行业和钱庄业偿还借贷本息。

这次预缴盐税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27年10月中旬，原因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浙江省政府曾经采取

同样方式预借的盐款尚未清偿本息。沪杭甬三地银钱两业商人想要得到新政权继续偿还旧债的承诺，

同时也想趁此机会谈判出对自己有利的借款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周骏彦只好呈请财政部将此前尚未

清偿的249000元贷款并入此次借款合同。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最后达成了一项为期5个月的息借合同，

借款利息从银钱两业坚持的一分四厘降低到一分三厘⑦。

在1927年10月的借款成功后，预缴盐款成了早期南京国民政府解决财政困境的主要方式之一，政

①于广研究了广东地区的包税制，他认为政府即时需求导致了合同包税制的出现。于广的研究将分析重点放在财

政与包税制之间的关系，对制度推行过程中各方关系的讨论比较简略。他仅指出包税制是政府转嫁风险的手段，

并受到了商人和民众的阻碍。至于这些关系如何形成与运作，他在研究中并未详细讨论。此外，于广还提出了盐

税征收方式的类型划分和税制改革趋势，但他所谓的征税类型划分更准确说应该是运销方式划分，而税制改革趋

势的说法也不尽然符合民国的历史。参见于广：《自由制与包商制：1920年代广东盐税征收制度的嬗变》，《近代

史学刊》2017年第2期。

②《中央财政会议记》，《银行周报》第11卷第24期。

③《财政会议通过之两要案》，《申报》1927年7月1日第9版。

④《浙江最近财政困状：电请中央请扣还垫款》，《时报》1925年12月15日第3版。

⑤《中央政会决议盐余国库券条例》，《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7月2日第6版。

⑥《杭州快信》，《申报》1927年7月3日第9版。

⑦两浙盐运使署：《呈财政部报告息借盐款并抄送合同底稿文》，《两浙盐务月刊》1927年第7期。

2021.6

-- 110



府通过这种途径筹措经费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例如，1927年11月间，财政部再次命令周骏彦筹借盐

款50万元，由两浙盐区内纲地、肩地、住地按照销盐数量摊派①。1928年1月11日，盐商周湘舲以嘉湖两

地盐税作为抵押，向上海交通银行成功息借盐款10万元，以应对政府摊派②。周湘舲的筹款办法随即得

到财政部认可，财政部遂命令周骏彦将这种筹款方法推广到其他地区，以嘉湖两属筹借盐款数额为基

数，同样按照销盐数量摊派借款③。1928年2月6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又要求周骏彦筹集盐款50万元，具

体筹集办法可以由盐商自筹，亦可由盐商出面向银行息借④。这些借款活动虽然由盐商出面，但真正偿

还贷款本息的却是南京国民政府。这种操作方式表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需要利用盐商的信用价值间

接向金融机构贷款。对包税盐商而言，预缴盐款促成了政府、盐商、金融机构三者间的利益捆绑，他们因

此得以世袭祖业。

虽然盐商预缴盐款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因两浙盐区情形复杂，这种筹款方式无法在全省

推广。周骏彦在1927年7月到1928年初之间举办的预缴盐款活动大都集中在有包税盐商的区域，因为

只有包商盐商才有足够资本承担政府摊派的库券和应付盐税预缴。相比之下，温处地区却无法采取类

似的筹款方式，因为这个地区当时不仅没有包税盐商，而且境内的走私活动一直都很严重。在清朝同治

二年（1863）时，地方督抚为筹集军饷和治理私盐，曾让温处督销局在区域内主要水道隘口设置查验处，

抽厘抵课⑤。此后，凡是有一定资本的商贩都可以在温处两府境内运销食盐。相较那些有包税盐商的区

域，温处地区所谓“盐商”实际上是一群资本薄弱的小商人，他们没有统一组织，故而无法承担盐税预缴。

另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温处地区私盐贩卖情况十分严重。当时瓯盐运销温处两府外加金

华府的永康、武义两县。按照距离盐场远近分为篰盐和食盐，篰盐税率较高，食盐税率较低。一直以来，

瓯盐官销市场长期受到台州和福建的私盐侵蚀。特别是1924年江浙战争之后，由于省政府频繁提高附

加税，到1926年年底时，瓯盐税率已是清末的两倍还多⑥。高税率降低了官盐的市场竞争力，造成部分

地区的官盐市场被台私和闽私抢占，政府盐税收入开始下降。1926年9月间，温处收税总局局长向两浙

稽核分所反映情况时称：“温处官销，额绌甚巨，显见私盐充斥。”⑦税收数据（正税收入）也反映了类似问

题，1924年瓯盐全年正税计六十四万三千零四十三元八角七厘，1925年为七十三万三千五百十一元九

角二厘，1926年则下降到五十一万四千零九十九元四角四厘，1927年的盐税从两浙盐运使署成立时开

始计算，总计征收只有五十二万零二百四十五元四角⑧。

在走私严重的区域，政府因为没有能力部署缉私力量，几乎完全失去了盐税收入。永康、武义、缙云

①两浙盐运使署：《训令各地经商、盐业协会遵照会议决定认筹二十五万元分两期摊缴不得延误文》，《两浙盐务月

刊》1927年第8期；两浙盐运使署：《训令肩住地经商遵照会议决定认筹盐税借款分两期摊缴文》，《两浙盐务月刊》

1927年第8期。注：两浙是当时盐税情形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浙盐行销区域从宏观上区分为纲地、肩地、住地、

引地、厘地五个类别，各个类别的行盐区域之间税率不同。同治朝初期，两浙废纲行票，同治九年（1870）改票归

纲，世袭盐商重新出现。民国以后，纲地、引地仍有代替政府收税的世袭盐商，垄断运销特权。肩地、住地、厘地不

时有商人包税，肩地和住地的包税制持续较久，厘地因走私严重，几乎是滞岸。政府大多数时候难以招揽商人长

期包税，通常由零散盐贩向银行、钱庄缴纳盐税后，携纳税凭证到当地盐务机构领取运照，然后到盐场捆盐，在本

区域内销售。

②两浙盐运使署：《呈财政部奉饬筹解盐款抄送嘉湖盐商借款合同仰祈鉴核文》，《两浙盐务月刊》1928年第10期。

③两浙盐运使署：《训令各地经商奉财政部电催筹款应照嘉湖借款办法分别摊缴文》，《两浙盐务月刊》1928年第10期。

④两浙盐运使署：《训令浙东西各地经商奉部电饬筹解盐款五十万元限本月十二日以前议定办法具报文》，《两浙盐

务月刊》1928年第11期。

⑤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

⑥浙江省盐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盐业志》，中华书局，1996年，第333-335页。

⑦《令筹补救温处盐销》，《新闻报》1926年9月19日第2版。

⑧数据来源：《两浙盐运使公署十六年份宁温台各属正杂税收与近三年收数比较表》，《两浙盐务月刊》192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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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在1919年前后常年销量尚达两万篰，而到了1924年以后，台私完全抢占了这三个县的瓯盐官销市

场，以致“温盐几于片引不销”①。这些区域的缉私力量过于薄弱，政府一直没有派驻有力的缉私队伍。

基层缉私官员反映，永武缙三县辖区广阔，道路交通却十分不便。全境只设置一个查验处，之前在此处

办公的全是文职人员，没有配置缉私士兵，因此不可能对抗私贩。当下省政府虽然承诺调派九名士兵协

防，但基层官员认为士兵人数还是不够缉私之用，只能协助查验而已②。温州永嘉县内地为长林场食盐

销区，长期受台私侵蚀。在当时，食盐走私路线的覆盖区域广袤，且地理上多是深山或洋面，缉私需要投

入极大成本和精力。此外，私贩与盐巡之间动辄发生暴力冲突，多数盐巡虽然知道这些地区私盐盛行，

但他们只能望而却步③。
温处地区虽然不是浙江省内的盐税收入重地，但对于急需筹款应付军政开支的南京国民政府而言，

如果能确保每年数十万元的盐税收入，无疑能缓解政府财政上的压力。而要获得这部分盐税，当时两浙

盐运使署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温处地区没有资本充裕的包税盐商，这使得政府无法像

浙江其他地区那样让盐商预缴盐款，快速获得一笔经费。其次，官方缉私力量难以有效禁绝私盐，政府

盐税收入的稳定性无法得到保障。合同包税制在这种背景下被采用，政府不仅可以立刻收到包税商缴

纳的保证金及首月盐税，还可以在后续时间内按月要求包税商提前缴纳当月盐税，理论上能保证盐税收

入的稳定。此外，盐税包商后，盐税稽征和私盐治理的压力被部分转嫁到包税商身上，节省了政府机构

的行政成本，这也适应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尚未稳定、行政管理能力不足的现实。

二、盐税包办的谈判与确立

1927年9月，当两浙盐运使周骏彦忙于向银钱两业和省内盐商筹募借款时，一些人士也在瓯盐税收

上看到了与政府合作的机会。1927年10月初，温州本地的杨雨农、王永山、梅冷生、陈国俊及汤楚臣等

人经过协商，试图共同包揽温处盐税。杨雨农等人最初计划每年认缴正税和附加税共计71万元，不久

后又将认税额增加到84万元④。但温处盐务行政局进行评估后，认为温处盐税收入还存在增长前途，如

果让商人包揽，每年认税额固定，则再无增长的可能性⑤。因此，周骏彦开始并没有同意杨雨农、王永山

等人包揽温处盐税的请求。

虽然盐务官员很想通过政府力量来整顿温处地区的盐务，以达到增加盐税收入的目的，但当时南京

政府的首要目标是让他们筹措北伐军费，整顿地方盐务不仅会增加财政开支，而且没有人能确保最后的

整顿效果。周骏彦在给财政部的呈文中也表示：“温处盐税以近三年平均比较，可收六十余万元，上年税

收尤短，仅有五十一万四千余元。本年又值旺产，私漏尤易。虽经督饬各场局力加整顿，较上年有起色，

然欲超过平均比额，尚无确实把握。”⑥考虑到闽私、台私及本地盐场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周骏彦逐渐对

瓯盐的税收困境有了清晰认识。

在杨雨农、王永山等人因为认税额太低被周骏彦回绝后，另一个包税集团开出了更高的认额。这个

①两浙盐运使署：《函省政府准函金华旅沪同乡及永康旅杭各同乡会陈请永康食盐废除包商制有人愿承销台盐可呈

请办理文》，《两浙盐务月刊》1928年第17期。

②两浙盐运使署：《训令永康武义缙云县长据壶镇查验处呈请协禁台私仰即协同查禁由》，《两浙盐务月刊》1927年

第7期。

③两浙盐运使署：《训令缉私局温处商巡所呈请划防堵私仰饬令八九个营遵办并饬七营堵缉复夺文》，《两浙盐务月

刊》1930年第36期。

④符璋著，陈光熙点校：《符璋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8年，第1098页，第1099页。

⑤《温处盐税仍归官办》，《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10月23日第2版。

⑥两浙盐运使署：《呈财政部温处盐务税收据商人庄莘墅呈请认办请示遵行文》，《两浙盐务月刊》192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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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以庄莘墅和陈泉卿为出面负责人，股东主要为宁波商人。当时他们在温州有宁波旅瓯同乡会做背

后支撑，加上时任温处盐务行政局局长的竺芝珊是他们的同乡，因而这些商人不论在资金来源还是信息

渠道上都有高效的倚靠①。
在上层人际关系方面，以庄莘墅和陈泉卿为代表的包税集团又多处在蒋介石和周骏彦的熟人圈

内。庄莘墅和陈泉卿都是蒋、周的奉化同乡。陈泉卿还是蒋介石留学日本时期的同学。庄莘墅则是时

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庄崧甫的侄子，他曾经和蒋、周一起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过股票生意。其他股东

如陈元福、沈任夫、蒋著卿等人也在辛亥革命时与蒋介石一同参加过浙江革命活动的筹划与执行②。简

而言之，这个包税集团在当时拥有显著的人际网路。

庄莘墅和陈泉卿等人声称，他们愿意每年认缴71万元正税，附加税仍交由盐务机构征解。这个数

字不仅远超过杨雨农、王永山等人的认税额，也超过了近3年来的盐税收入平均数。周骏彦在权衡政府

征税与商人包揽的利弊后，最终建议财政部将温处盐税暂时交由商人包揽。他在上呈财政部的公文中

解释道：“为根本计，自应按场添设场警，一面筹资设立官仓，方足以杜私冲销。无如公家经济困难，一切

建设计划难以咄嗟立办。为穷则变通之计，惟有暂时招商承办，以裕税源。”③在中央政府频繁催促筹款

的情况下，只要包税合同达成，周骏彦不仅可以立即从包商那里获得13万元的钱款，短期内还不用花费

精力整顿这个地区的私盐。

1927年11月底，周骏彦将庄莘墅、陈泉卿等人拟定的《温处认税规则》呈交财政部审核。《温处认税

规则》规定了包税商的主要责任及包税办法，商人每月需按上、中、下三旬提前向政府预缴税款，单月预

缴总额为59166.67元。商人要求先试办3年，如果试办期内不出现拖欠税款现象，期满之后再行谈判续

办。在试办期内，商人可以自主选派雇员到各盐场和关卡收税，如果收税数额不足认额，则由商人补足，

如果超出认额，则商人得50%，另外50%上缴政府。另外，为了确保制度运行，政府还授予了商人缉私

的权力，准许他们组建商巡，但费用由商人自理④。

1927年12月初，财政部开始审核周骏彦呈交的温处地区盐税包商材料，并在随后下达了两点指示。

首先，财政部要求包商在5日内将保证金71000元和首月预缴盐税59000余元汇缴到财政部。其次，财

政部不同意包商所拟的《温处认税规则》中有关“三年试办期限”的规定，命令周骏彦转告包商，试办期限

应当修改为1年。

包商得知财政部的指示后，针对两个方面的事宜分别做出了辩解。包商认为，5日之内缴纳保证金

属于合理要求，自当按照指示完成，但首月的预缴盐税则需等到实际开办之日方能缴纳。当然，财政部

和包商分歧最大的还是“三年试办期限”问题。包税商向财政部解释，经过前期详细考察，他们认识到温

处地区面临严重的走私困境，因而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通过整顿来恢复官盐市场。从包税商的计划来看，

他们已经放弃了在短期内盈利的打算。包税商之所以请求3年包税期限，本质是在进行一场赌博，即经

过长达两年的整顿，第3年时能够收到盈余。一旦计划成功，他们不仅能弥补此前的亏赔，还能争取到

继续包办盐税的机会⑤。

周骏彦随后也向财政部证明了包商所说的私盐及第一年必定赔累的实情，他在1927年12月13日

将包商辩解的材料送呈财政部，并再次咨询可否准许包商要求，以便催促包商缴纳保证金和首月预税，

①《宁波旅瓯同乡会会员题名录》，民国十九年（1930年）铅印本，温州市图书馆藏，无页码。

②王舜祁：《蒋氏故里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222-223页；魏伯桢：《蒋介石与交易所》，吴汉民主编：《20

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5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04-309页；杨树标：《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政

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5-126页。

③两浙盐运使署：《呈财政部温处盐务税收据商人庄莘墅呈请认办请示遵行文》，《两浙盐务月刊》1927年第8期。

④庄莘墅，陈泉卿：《温处认税规则》，《两浙盐务月刊》1927年第8期。

⑤两浙盐运使署：《呈财政部庄莘墅等承办温处盐税一案请将年限展至三年文》，《两浙盐务月刊》192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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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12月19日，财政部盐务署署长兼盐务稽核所所长刘维炽在给周骏彦的

代电中指示道：“温处包商请以三年为限等情，如该商于五日内将应缴保证金并预税共十三万余元一并

呈解来部，自当勉予照准，倘仍观望迟疑，本部断不能率先核准，仰即严催照缴并即电复为要。”①

1928年1—2月间，庄莘墅、陈泉卿等人按照财政部盐务署要求缴纳了保证金和首月盐税，并在随后筹

设了瓯盐公所，负责接办瓯盐的收税和运销。3月4日，两浙盐运使署将包商接办盐税的事情行文通告温

处地区各县及各盐务机构，同时附发了由两浙盐运使署制定的管理章程。这份章程的第二条规定“ 全年

税额暂定七十一万元为比额，由认商试办一年，如果比额无绌，准予继续承办”②。包商看到规定后，开始担

忧这条定会带来法律隐患，随即呈文请求两浙盐运使署将试办期限修改为3年。两浙盐运使署只好于3月

9日再次发文通知温处地区各机构，准许包商要求，将章程第二条规定的试办期限修改为3年③。

最终，经过四个多月的谈判，政府和包商都做出了相应妥协，温处盐税交由包商认办的制度得以确

立。南京政府通过将盐税征收权和食盐运销权让渡给包商，短期内从包商处获得了一笔13万的款项。

同时，包税制还让国库收入的稳定性有了一定的保障④。对当时正忙于四处筹款的南京国民政府而言，

此举不失为缓解财政困境的有效策略。况且管理章程明确规定，包商每年71万元的认税额为暂定，如

果商人经营得当，盐税增加，政府可重新要求他们提高认额，反之则可依照规定取缔包商。相较于世袭

盐商垄断的地区，合同包税制有更灵活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与政府获益相反的是，商人包揽盐税后面临

很大的压力。包税生意能否盈利取决于官盐销量，而当时温处地区的私盐问题成因复杂。尽管包商声

称已经对温处盐务做过详细考察，但包税制实际运作后所遇到的困难远超他们的预期。

三、包税商的盐务整顿措施及其效果

包税合同签订后，庄莘墅、陈泉卿等人于1928年3月正式着手接办瓯盐税收和运销事务，他们以瓯

盐公所作为办公机构，负责税收、运销以及对接政府部门。瓯盐公所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台私、闽私

盛行，官盐市场遭到严重侵蚀。在包税商正式接办1个月后，南京国民政府又新增北伐军费加价，此举

加重了该区域私盐的泛滥。为恢复和扩大官盐市场，包税商先后从多个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这些措施

主要有强化缉私、推动附加减免及提高运浙闽盐税率，但最终效果皆不尽如人意。

（一）强化缉私的尝试

包税商面对温处地区走私严重的困境，最先采取的直接措施是强化缉私。1928年5月初，庄莘墅等

人请求两浙盐运使署准许他们按照合同规定组建缉私商巡，并在随后得到周骏彦批准⑤。

强化缉私措施最开始在永武缙三县和永嘉楠溪地区执行，这两个区域长期以来私盐最为泛滥。在

措施实地执行后，商巡队虽弥补了温处地区官方缉私力量的不足，但强化缉私无疑也进一步激化了民众

与盐巡间的冲突。正如蔡骏治（Philip Thai）所言，缉私与走私关系为螺旋互生，缉私的强化往往也伴随

①刘维炽：《财政部盐务署复电》，《两浙盐务月刊》1927年第9期。

②两浙盐运使署：《训令上望、双穗、南监、北监、长林各场、浙属缉私第八九营、温处盐务行政局、壶镇查验处据瓯盐

公所呈缴预税请领戳记一案应准照收随发戳记仰即知照文》，《两浙盐务月刊》1928年第12期。

③两浙盐运使署：《训令温处各场局营处认商试办年限请展至三年准将取缔章程第二条修改文》，《两浙盐务月刊》

1928年第12期。

④稳定性保障并不是说包税商都能定期上缴税款，相反，包税商拖欠税款的事情不时发生。但在合同约束下，政府

不仅可以用保证金抵扣欠款，还可以在后期强制追索。政府往往会优先选择资金充裕的人包税，这样可以降低拖

欠风险，且不至于强制追索时一无所获。

⑤两浙盐运使署：《指令温处盐务行政局整理军用加价项下给商巡费应自本年四月份起照拨仰照表办理并转行知照

文》，《两浙盐务月刊》1928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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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走私更加盛行①。这种螺旋互生的直观表现是包商强化缉私带来了许多的暴力冲突，其中以永康芝

英镇事件和楠溪地区缉私暴动事件最为典型。

1928年6月26日，一队瓯盐公所商巡从壶镇查验处出发，他们原计划经过缙云、武义之后，取道永

康返回壶镇，完成一次沿途巡缉任务。7月5日，商巡队抵达了永康，在经过距离永康县城20里外的芝

英镇时，商巡与当地民众发生了暴力冲突，酿成商巡枪杀民众6人，伤10余人的案件②。冲突发生之后，

永康县政府、永康县商会以及受害人亲属呈交浙江省政府的指控材料对瓯盐公所十分不利，他们把整个

事件的起因归咎于商巡队无端滋事。浙江省政府当时一度想组织军法会审，社会上攻击瓯盐公所的声

音也越来越多③。

不过，瓯盐公所和控告方各执一词，这让案件一直到1928年8月份仍处于悬置状态。瓯盐公所辩

称，商巡开枪是因为死者贩卖私盐拒捕，并且煽动民众抢夺商巡的枪支和殴打队员④。随着永康民众对

瓯盐公所的反对声越来越大，陈希豪、吕公望等政治精英也以永康旅沪同乡会名义发起电告浙江省政府

的请愿运动。这次请愿运动已经超出针对案件本身的范围，因为他们除了要求严厉惩办开枪商巡外，还

请求浙江省政府将瓯盐公所撤销⑤。

在芝英镇事件发生一年多后，永嘉县楠溪地区也在1929年8月下旬发生了民众与盐巡间的暴力冲

突。当年8月20日，永嘉县西内区荆州村农民到台州境内购盐，在挑回途中被瓯盐公所商巡截获。村民

被商巡队抓捕后遭到殴打，他们购买的食盐也被没收。其他得知消息的村民很快开始组织报复，他们联

合附近农民武装捣毁了设在该区的瓯盐公所支栈，并杀死支栈里的3名办事员。次日，瓯盐公所调集商

巡队弹压，但遭到当地民众武装的抵抗。这次弹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刺激更多农民沿江而下，将楠溪

江沿岸沙头地方的瓯盐公所总栈捣毁，储存在总栈的食盐被全数分空⑥。国民党永嘉县政府和县党部担

心暴动升级，采取了安抚措施，最后才将这次事件平息下去⑦。这次冲突使得瓯盐在楠溪地区的市场完

全被私盐侵占，因为不论是缉私盐巡还是投资盐栈的商人，都因为这次冲突而选择远离这个区域，当地

民众甚至要求“画地自治，不要县辖，不驻兵，不售盐，不纳粮”⑧。

（二）推动附加税减免

芝英镇事件让强化缉私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暴露，包税商被迫开始考虑通过其他途径来整顿温处

地区的盐务。1928年底，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北伐战争基本结束，南京国民政府似乎没有充足理

由再维持此前因军事需要而新增的附加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包税商开始尝试推动政府降低盐税附

加，以达到间接治理私盐的效果。

表面上，定额包税制下的税率调整不会对国家财政产生太大影响，但包税商认缴的税额只是正税部

① Philip Thai, China’s War on Smuggling: Law, Economic Lif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tate, 1842-196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6.

②《地方通信：永康》，《申报》1927年7月12日第12版。

③两浙盐运使署：《呈财政部永康芝英镇一案省政府组织军法会审请派观审应如何办理请示遵文》，《两浙盐务月刊》

1928年第16期。

④温处盐务行政局：《温处局电据壶镇处报称永康芝英镇盐巡队与私贩冲突致启事端各情形文》，《两浙盐务月刊》

1928年第16期。

⑤《浙江省政府复金华旅沪同乡会电》，《申报》1928年8月22日第16版。

⑥中共永嘉县委：《中共永嘉县委关于温属各县工作总结报告第一号：政治、党和群众组织及武装斗争和今后工作计

划》（1929年10月），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浙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一、二战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第138-139页。

⑦金贯真：《金贯真巡视浙南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28日），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浙南革命历史

文件汇编》（一、二战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⑧刘绍宽著，方浦仁、陈盛奖点校：《刘绍宽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第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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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附加税仍由盐政机构征收，因而税率变动依然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和浙江省政府的利益。1929年1

月间，包税商请求财政部将运销永武缙的篰盐中央附加税减半征收，同时将省附税全免。此外，他们还

要求在北监、长林两场附近区域销售轻税食盐。但浙江省政府最终只同意省附税减半征收①。包税商不

满意盐务署的决定，随后再次呈文财政部，要求免征这3个县的篰盐省附税。经过反复沟通，浙江省政

府勉强同意将永武缙地区的篰盐省附税全数免征，但声明：“省附税系省债基金……一俟销数增加，即照

前令征收半数，以维税收。”②

到1929年11月间，包税商试图进一步推动整个瓯盐销区的税率调整。他们请求将运销处属的篰盐

附加税减半征收，并在温州所有盐场附近区域销售轻税食盐。温处盐务行政局和两浙盐运使署认为全

区减税符合当时包税商和政府的共同利益。但当周骏彦将呈文及意见转送财政部盐务署后，盐务署却

只批准篰盐的中央附税减半和推广轻税食盐。因为运销处属的篰盐省附税能否减半，需要等待财政部

与浙江省当局协商后才能决定③。

经过协商，所有的减税请求都得到了财政部批准，但减税政策依旧未能立刻执行，原因之一是包税

商和财政部盐务署之间的公文沟通困难重重。在减税请求得到财政部答复后，包税商决定于1930年4

月1日起执行减税政策④。当温处盐务行政局在电文中逐项确认减税政策时，财政部却发现地方盐务机

构在理解政策时将试办轻税食盐的范围扩大了很多⑤。由于文书沟通不畅，原定于1930年4月1日执行

的减征篰盐附加税计划及5月1日执行的减征食盐附加税计划都遭到拖延，为此还引发了控诉纠纷⑥。

除了文书沟通导致的拖延外，浙江省政府的阻扰也间接导致附加税减征政策不能立刻执行。在财

政部通过公文与浙江省政府协商省附税减征时，浙江省政府开始并不同意省附税减半征收，他们担心大

面积盐税减征会影响省级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到政府公债的清偿。最后是温处盐务行政局局长以自己

在台州的盐务整顿经验为证，向省政府反复解释附加税减征可以扩大官盐市场和增加财政收入，浙江省

政府方才同意试办1年⑦。

虽然有种种障碍和冲突，但自北伐结束后，推动减税成了合同包税商惯用的盐务整顿手段。1931

年瓯盐公所因欠税退办之后，王永山、杨雨农等人接办了瓯盐的税收和运销，他们同样在1931年底请求

财政部批准将篰盐、酱盐的“磅亏”减免⑧。不过，减免附税后的官盐在市场竞争上依旧不敌无税私盐，故

①两浙盐运使署：《电温处盐务行政局永武缙篰盐省税准减半征收仰转饬遵照文》，《两浙盐务月刊》1929年第29期，

第73页；两浙盐运使署：《呈盐务署呈报永武缙附税起减及长林北监二场轻税开办日期并划定轻税区域请备案

文》，《两浙盐务月刊》1929年第30期。

②财政部盐务署：《指令温处盐务行政局呈转请免收永武缙篰盐省附税准暂免收俟销数增加仰收半数》，《两浙盐务

月刊》1929年第29期。

③两浙盐运使署：《呈盐务署据温处盐务行政局呈请将篰盐附税减半征收南监等场举办轻税请核示文》，《两浙盐务

月刊》1929年第33期。

④两浙盐运使署：《咨稽核分所据温处盐务行政局电减税于四月一日实行请电饬温州税局遵照文》，《两浙盐务月刊》

1930年第36期。

⑤两浙盐运使署：《指令温处盐务行政局处属篰盐减免附税泰顺准一律减收以咨请遵文》，《两浙盐务月刊》1930年

第37期。

⑥财政部盐务署：《令两浙盐运使呈一件为李尔康呈控瓯盐商巡所长营私侵课一案查案先行具复祈核示由》，《盐务

公报》1930年第23期。

⑦两浙盐运使署：《呈省政府呈复温处篰盐省附税照部附税例减半征收于公债基金不生影响拟准予试办一年请鉴核

文》，《浙江财政月刊》1930年第29期。

⑧两浙盐运使署：《咨两浙稽核分所据温处认商王永山呈温处篰盐酱盐加征三角附税妨碍官销请减半征收请核复

文》，《两浙盐务月刊》1931年第56期。注：“磅亏”是1930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在清偿外债时，因为国币对英镑汇率

下降，为了补偿汇率下降部分而决定从1931年4月开始起征的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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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商恢复官销市场的计划仍未能达到预期。

（三）提高闽盐税率

在瓯盐销区内，部分市场长期被运浙闽盐占据。从保存下来的数据看，1926—1928年间闽盐进口

数量只增不减①。闽盐在浙江省内的税率较瓯盐低，所以闽盐进口数量增加对浙江当局和包税商来说都

是弊大于利②。两浙盐运使署和包税商的立场都是禁止闽盐销浙，维护瓯盐市场③。1929年3月，浙江省

宣布对进口闽盐加税，但闽盐在浙江境内的总征税率仍远低于瓯盐④。因此，闽盐进口数量增加实际上

等同于挤压瓯盐官销市场，最终无疑会影响包税商营利及浙江方面的盐税收入。

两浙盐运使署和包税商的立场都是禁止闽盐销浙，但福建省对运浙闽盐的态度却很矛盾。福建省

的官员既想通过闽盐出口获取税收，却又担心低税闽盐倒灌冲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福建省为了增

加闽盐销浙数量，同时防止运浙闽盐倒灌冲销，开始越过两省行政边界干预浙江省的盐政。为避免纠纷

激化，两浙盐运使署没有授权包税商直接处理闽盐交涉事件⑤。然而，1929年3月闽盐进口税率提高后，

运盐船只绕过进口关卡逃税的情况越来越多⑥。为控制闽盐运浙数量和减少走私，从1928年9月开始，

包税商和温处盐务行政局数次行文两浙盐运使署，要求通过省际间沟通，督促福建省的盐务机构遵守法

令规定，完善运浙闽盐的管理，但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效⑦。

即便包税商的三项主要整顿措施都得到了两浙盐运使和温处盐务行政局的支持，但还是没能扭转

瓯盐公所的经营困境。随着经营状况日益困难，瓯盐公所的内部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董事会成员之间

发生意见分歧，曾一度因为董事会改组暴发严重的利益冲突，导致后来一些投资人选择脱离关系⑧。到

1930年6月止，由于包税额过高，瓯盐公所拖欠了大量税款⑨。1931年3月，瓯盐公所因亏损退办。随

后，王永山、杨雨农等人接办，每年认缴67万元。他们遇到的困境和瓯盐公所大同小异。试办一年多

后，王永山等人也因拖欠税款和阻力太大而退办⑩。温处地区的盐税包商前后共持续四年多时间，经历

两批包税商，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包税商不仅没有恢复和扩大官盐市场，反而引致地方政府和民众的

抱怨，甚至诉讼缠身。

① 1926年进口闽盐为24880担，1927年增加到25193担，1928年统计了一月至十一月间数据，为52769担。数据来

源：《闽盐进口担数清单》，《两浙盐务月刊》，1929年第27期。

②林振翰：《浙盐纪要》，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86页。

③财政部盐务署：《指令两浙盐运使周骏彦呈一件为呈送闽盐成本运费与浙盐比较表并重行声请禁止闽盐入口祈令

遵由》，《盐务公报》1929年第11期。

④两浙盐运使署：《呈盐务署查明闽盐成本运费与浙盐比较列表送请核示文》，《两浙盐务月刊》，1929年第31期。

⑤两浙盐运使署：《训令温处盐务行政局准闽运署函镇下关查验处嗾使厘船开舱销售请制止仰饬照章查验文》，《两

浙盐务月刊》，1929年第26期。

⑥ 1929年以后发生了多起重要逃税案件，参见两浙盐运使署：《训令缉私局准分所咨据呈报闽盐船林春盛等未税潜

逃一案仰即转饬各营巡船严行查缉文》，《两浙盐务月刊》1930年第34期；两浙盐运使署：《指令温处盐务行政局呈

报闽省进口渔船刘泰顺等二十二艘处罚情形准备案文》，《两浙盐务月刊》1930年第45期；两浙盐运使署：《咨福建

盐运使据镇下关查验局呈报闽船金信兴等不到浙报税查验自行私销请核饬追究文》，《两浙盐务月刊》，1930年第

50期。

⑦两浙盐运使署：《咨闽运署据温处行政局呈援案取缔闽船运浙渔盐请饬遵文》，《两浙盐务月刊》1929年第27期，第

76-77页；两浙盐运使署：《训令温处盐务行政局准闽运署函复援案取缔入浙渔盐已分令遵照仰查照文》，《两浙盐

务月刊》1929年第27期。

⑧陈泉卿：《关于温处认商组织问题》（1930年6月20日），平阳县档案馆藏民国档案，档号：旧003-002-332。

⑨两浙盐运使署：《呈盐务署拟整理温处认商包额及欠课情形请核示文》，《两浙盐务月刊》1930年第39期。

⑩财政部：《核准两浙运署拟具结束温处包商解决办法》，《盐务汇刊》1933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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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盐税包商与温处地方社会

两浙盐运使署决定在温处地区推广包税制之前，瓯盐在生产、收购、运销、纳税、缉私等环节都已形

成相对稳定的利益结构，包税制的执行意味着包商要嵌入甚至改变此前的利益结构。一些研究盐史的

学者指出，理解盐政制度的实际运作需要考察制度执行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诸方面，真实的

制度是政策规定与区域社会结构复杂互动与综合的结果①。瓯盐包税在温处地区的制度运作亦是如

此。不论是瓯盐公所经理人，还是1931年之后的温州商人王永山、杨雨农等，他们在贯彻包税制时，都

不可避免地要与区域内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互动。包税商垄断食盐批发并尽可能向基层市场渗

透和加强控制，其目的是扩大官盐市场。但这些措施也直接损害了厂商、散贩以及盐店的利益，因而遭

到这些地方利益团体抵制。最关键的是，包商无法与地方政府达成一致，故包税商虽有诸多整顿举措，

但在温处地区始终不能得到贯彻。

（一）场盐的控制及其失败

1928年包商制度开始运作之后，包税商除了征税外，还直接参与了食盐运销。包商向盐场购买食

盐时，出厂价格由包商和厂商协商，再由盐场管理局上报两浙盐运使署备案。包税商希望从厂商处低价

购入场盐，这样不仅能提高瓯盐的市场竞争力，还可在运销中加征各类杂费抵消成本②。不过，这种做法

无疑让厂商和盐民的利益受损，因而在双方在协商价格时纠纷不断③。厂商往往控告包税商推销能力

不足，导致存盐滞销，影响盐民正常生产④。
此外，由于温州境内分布有多处盐场，各地产盐由不同厂商购买和堆储，在过去早已经形成了约定

俗成的细分销区。包税商接办后没有考虑旧有市场结构中的利益平衡，只是一味追求降低盐价和扩大

市场，所以采取最节省成本的方式来推销各场产盐。例如，1928年7月间，永嘉县城小南门开设了一个

瓯盐公所投资的食盐经售处，该经售处销售的食盐来自乐清县长林场，因为长林场产盐运销该地更具市

场竞争力⑤。但长期以来，永嘉县城及周边区域销售的食盐都来自双穗场。为此，双穗场商控告该经售

处冲销，盐运使周骏彦最终只得命令该经销处停止销售长林场产的盐，恢复原来的市场格局⑥。
最后，盐场附近区域内的食盐走私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按照惯例，温州各盐场附近地区的食盐供应

不经过官盐店零售，而是由妇女、孩童直接从盐场购盐贩卖，不征任何税款，在当地被称为“老少盐”⑦。

①李晓龙、温春来：《中国盐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取向》，《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黄国信：《单一问题抑或

要素之一：区域社会史视角的盐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②苳理庭：《奉令查复朱正发等呈控南监税销所舞弊一案经过情形》（1930年8月1日），平阳县档案馆藏民国档案，

档号：旧003-002-332。

③两浙盐运使署：《指令北监场呈报认商厂商协商售价情形并抄呈办法应予备案文》，《两浙盐务月刊》1928年第16

期；两浙盐运使署：《呈盐务署奉令查复长林华东商厂一案办理经过情形请核示文》，《两浙盐务月刊》1931年第53

期；两浙盐运使署：《呈盐务署据长林场呈报华湫坦民王臣民等控陈烈华案内冲销厂本两点情形请核示文》，《两浙

盐务月刊》1931年第56期。

④财政部：《令两浙盐运使据双穗场商厂董事林承放等呈报场盐拥积仰饬认商赶运由》，《盐务公报》1930年第19期。

⑤长林场毛盐运到永嘉小南门运费为费用在2分到7分7厘之间，平均生产成本，煎盐7角，晒盐5角；双穗场食盐运

到永嘉小南门运费在6分到8分之间，平均生产成本，煎盐9角，晒盐6角。可见购进长林场毛盐较双穗场食盐成

本低，对于盐栈投资者而言，长林场毛盐更有市场竞争力。资料参见盐务署及盐务稽核总所编：《中国盐政实录》，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第398-399页，第485-488页，

⑥两浙盐运使署：《训令温处盐务行政局据双穗场呈富海厂请维持销地仰查复文》，《两浙盐务月刊》1928年第16期。

⑦王兴文：《温州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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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后，包税商和盐场官员认为这种惯例不仅无异于贩私，还会间接加重盐枭活动，因此要求上级明

令禁止。虽然两浙盐运使在立场上支持包税商和盐场官员，但在实际禁止时，贩卖“老少盐”的群体不愿

遵从，反而指控包税商违背传统习惯，最后包税商只能任由其继续存在①。
（二）零售端的渗透及其失败

在包税制之前，兼有零售和批发性质的盐店可以在缴纳各项税款之后直接到盐场运盐销售。瓯盐

公所接手之后，庄辛墅在1928年4月间要求两浙盐运使批准公所按规定在温州各盐场设立收税处，同时

在区域内适宜地点设立瓯盐公所的盐栈，此前由商贩经营的批发性盐栈一律停止营业。按照管理章程

的规定，在设立盐栈区域，盐店必须向瓯盐公所购盐零售，不准再像以前那样直接完税后到盐场运盐②。
在整个运销体制中，包税商成了拥有垄断权的批发商，盐栈则实际承担了推销任务，包税商的控制能力

和推销效果最终皆取决于代理盐栈的经营状况。

虽然包税章程明确规定包税商接办后可以选择适当地点设置盐栈，但当瓯盐公所在各地设置盐栈

时，很多盐店立刻表示反对。原因是瓯盐公所借设盐栈之名，在各县境内大量设立经售处和寄售处，与

官盐店争抢食盐零售生意。各地官盐店不能容忍瓯盐公所带来的商业威胁，他们于1929年12月间联名

指控瓯盐公所。面对盐店商人的指控，两浙盐运使被迫命令瓯盐撤销经售处和寄售处，只准设立带有批

发性质的盐栈③。尽管如此，当1930年6月间瓯盐公所在宣平县境内按照取缔章程设立盐栈时，宣平县

商会依旧认为包税商的做法是违规垄断。其他一些地方的官盐店也相继起来反对瓯盐公所设立盐栈，

他们都指控包税商垄断经营、抬高盐价以及批发劣质食盐④。

盐店反映的情况可能确为事实，但正如曼素恩所言，以垄断把持之类的名义互相攻讦，其本质原因

还在于市场规模的有限性⑤。瓯盐销区内盐店的数量已经达到饱和，在这种情况下，盐店极力抵制任何

影响他们利益的行为。例如在缙云县，当几家盐店发现当地南货店和杂货店出售食盐后，他们直接上诉

到两浙盐运使署，控告这些店铺私自售盐的行为违反规定，要求县政府立刻查禁⑥。松阳县也在随后发

生类似的事情。当温处盐务行政局批准两家新盐店开设并发给店主合法执照时，松阳县古市镇的盐店

商人立刻表达了不满。他们认为本地官盐店数量已经达到饱和，各店经营惨淡，温处盐务行政局的做法

只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因此他们希望温处盐务行政局能撤回两家新开盐店的营业执照⑦。

不易理解的是，包税商设立盐栈的意图是恢复被私盐侵蚀的官盐市场，那么官盐店反对包税商的深

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呢？表面上，对于抵制包税商设立盐栈的官盐店而言，私盐市场对他们同样不利，但

事实却并非那么简单。从食盐交易的实际运作来看，在走私严重的地区，绝大多数官盐店参与了私盐贩

售并从中获利。瓯盐改为包税后，当盐务机构和包税商试图整顿永武缙等走私严重的区域时，他们立刻

就遭到当地商会和盐店不同程度的抵制。直到盐政人员和包税商在这些地方深入调查后，他们才逐渐

认识到这些地区的官盐店不仅参与贩售私盐，还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团体围绕私盐交易形成了复杂的利

①两浙盐运使署：《指令北监场呈请取缔老少盐应布告严禁文》，《两浙盐务月刊》1928年第13期；两浙盐运使署：《指

令温处盐务行政局呈上望妇贩控盐栈掯给厘单等情一案应免置议文》，《两浙盐务月刊》1930年第38期。

②两浙盐运使署：《通令温处各场处据瓯盐公所呈为分所成立送呈戳记式样准予通饬知照文》，《两浙盐务月刊》1928

年第13期。

③两浙盐运使署：《训令温处盐务行政局据处属盐店代表代电温处局长听任包商设立经售寄售除名目请求制止仰即

转饬取消文》，《两浙盐务月刊》1929年第33期。

④《瓯盐认商设栈与定案并无抵触》，《谈盐丛报》1930年第24期。

⑤ 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81.

⑥两浙盐运使署：《指令缙云县长呈复查禁商卖私盐情形仰布告禁止文》，《两浙盐务月刊》1927年第8期。

⑦两浙盐运使署：《训令温处督销局据松阳古市镇商会呈请饬局收回额外盐店知照一案关于该县嗣后限制添设以维

营业文》，《两浙盐务月刊》1931年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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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网络①。

如果包税商成功垄断了批发市场，官盐店就必须向包税商投资的盐栈购入高价瓯盐，盐价高昂又会

不可避免地造成民间私盐盛行，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缉私力量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相反，如果官盐店维

持私盐市场并参与私盐交易，由于他们持有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不仅可以不断排挤无执照的私盐贩卖

者，还可以借官盐店名义出售私盐。官盐店销售的低价私盐在当地拥有广泛的市场，足够维持盐店营

利。此外，在投资结构上，官盐店的投资者多是地方商会的成员，他们在立场上自然支持盐店的诉求。

所以，虽然包税商想要渗透和控制基层零售市场，但最后都因其他商人的抵制而失败。

（三）地方政府与包税商

地方政府在盐务上也有自己利益考虑。进入民国以后，地方政府不再像明清时期那样需要承担严

格的销盐数量考成，导致地方官逐渐把盐务看成是“分外之事”②。自盐务稽核所成立后，盐税被划归国

库，由专门的盐务机构征解。虽然到1920年代也有省政府附加税出现，但省级以下政府的经费收入中

几乎没有盐税收入，这也让地方政府失去了整顿盐务的动力。按照当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地方官协助盐

务奖惩条例》规定，地方官在盐务方面的考成仅限于协助缉私，不考核官盐销数和盐税征收。相比之下，

温处地区的缉私活动非常容易引发暴力冲突，如果发生缉私冲突且处理不当，按照《地方官协助盐务奖

惩条例》规定，地方官反而会受到减俸甚至停职的处罚③。

由于地方官对盐务只有协助缉私的责任，没有明确的销盐数量和税收考核，因而很难与包税商建立

同盟关系，这可能是盐税区别于田赋、商业捐等税种的根本所在。田赋、商业捐等税种不仅直接关系地

方政府的经费收入，且其征收成绩与地方官的考成密切关联。曼素恩和杜赞奇在讨论民国时期的税收代

理制时都认为职业包税商（或赢利型经纪）在税收汲取上竭泽而渔，压榨倾向明显，但该论断成立的前提是

职业包税商能做到有效的税收汲取。由于不同税种对地方官的意义差别很大，因而地方官对包税商的支

持力度势必存在差异。实际上，如果职业包税商缺少地方官支持，其税收汲取效果无疑将大打折扣。

温处地区的私盐本就是地方无法根除的难题，在盐税考成压力主要由专门盐务机构承担的情况下，

地方官协助缉私不但效果不佳，反而会面临缉私冲突带来的地方治安压力。如果地方官协助瓯盐公所

成功垄断食盐市场，官盐店转为销售价格较高的合法瓯盐，结果将会有一部分民众食淡。而在当时，这

些地方活跃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组织，他们往往以奸商垄断、民众食淡等口号发动农民起义，希望借此

组织武装起义④。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权衡利弊后不仅不会支持合同包税商强化缉私，甚至一些

县还公开反对盐税包商。例如，在经历芝英镇事件和楠溪区缉私暴动后，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就曾强烈反

对瓯盐公所存在，县议会还以包税商“影响地方治安者甚巨”为由，上书请求财政部限期撤销瓯盐公所⑤。

通过梳理包税制的在地运作后不难发现，盐店、厂商、散贩、地方政府乃至一般民众似乎都在抵制包

商制。1932年5月间，一些持反对态度的上层人士还联合组建了温处盐务改善会，试图以民意转达机构

的身份推动中央政府取消瓯盐包税⑥。在温处盐务改善会的主要成员中，可以明显发现一些人确实因

包税制运作而遭受了经济利益损失。以该会主要成员王志澄（王理孚）为例。王是温州平阳县的商人和

①两浙盐运使署：《呈财政部呈为奉查缉私第十营搜查武义盐店一案经过暨分饬办理情形据实呈复仰祈鉴核文》，

《两浙盐务月刊》1930年第37期；两浙盐运使署：《指令温处盐务行政局呈报取消经售处改为分栈拟具办法姑准如

拟办理仰饬遵照文》，《两浙盐务月刊》1930年第37期。

②林振翰：《浙盐纪要》，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75页。

③《地方官协助盐务奖惩条例》，《盐务公报》1929年第2期。

④两浙盐运使署：《函省政府据壶镇查验处呈报“共匪”反对盐捐请饬县防范希饬军警及县长防剿文》，《两浙盐务月

刊》1929年第25期。

⑤《浙省党部呈请中央限期撤销瓯盐公所》，《民国日报》（上海）1929年10月15日第8版。

⑥《浙人组织温处盐务改善会》，《申报》1932年5月22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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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家，他当时在平阳经营南麂渔佃公司，投资垦殖实业，招募渔民开发南麂岛①。到1930年前后，南麂

渔佃公司的经营已较为成功，全岛人口已达近万人②。南麂岛居民以捕鱼为主业，鱼鲜保存需要大量渔

盐，而南麂渔民使用的渔盐大多是走私的闽盐或从平阳县境内偷运的私盐③。包税制开始运作后，包商

垄断了渔盐的税收和运销，并且抬高了盐价，同时还加了大水陆缉私力度，南麂渔民购买或偷运私盐的

渠道被封堵。王志澄父子的渔佃公司主要靠渔民的收入维持，包商的出现明显影响了公司的经营。

曼素恩和杜赞奇在讨论经纪机制问题时，相对忽视了经纪机制面临的抵抗，因此他们的研究倾向于

认为代理人在社会中具有强势的支配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政权的认可，而且有代理人与地方上层

人士的互利关系保障，再加上后期地痞、恶棍取得了代理人职位，赢利型经纪愈发深入到社会底层，开始

出现低效扩张现象。这样的分析模型简化了政权和地方上层人士的复杂性与分裂性。民国时期的行政

建设水平无法确保各级政府在利益分歧时保持一致性，这在减税谈判和协助缉私过程中表现明显。此

外，盐税包办生意利润有限，不可能所有的社会上层人士都进入互利关系中，反而是包税制大范围破坏

了原来的利益结构，促使许多社会上层人士一开始就加入抵制阵营。总而言之，考虑到赢利型经纪在政

治运作和社会结构中面临的众多阻碍，其渗透掌控和自我复制的强势性值得怀疑。

余 论

包税制似乎并不能代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阶段，它更多是一种存在各种可能性的制度模式。不仅

近代中国的制度推行经验如此，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也证明，包税制度既有资金筹集的优势，能够满足

政权建设的需要，但也存在国家管控失灵的风险，容易成为政府失败的制度诱因④。温处盐税原本采用

政府机构直接征收，国民党政府后来选用经纪机制取代政府征税，其动机更多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复杂问

题，没有详细设计长远的政权建设。由于包税制的存在时间较短，且在执行中很快就遇到了各种阻碍，

因而其深远影响并不明显。不过，盐税包办的推行虽未对行政建设产生明显影响，但它确实在政权初期

为南京中央政府提供了紧急资金。同时，当包税制的推行遭到地方社会的普遍抵制后，政府并没有放任

其演变为失去控制的弊政，而是在制度无法完成政权需求时及时将之废除⑤。另外，包税制无疑有弥补

国家行政能力不足的功能，但这不足以全面概括该项制度的性质。正如加布里埃尔·阿尔丹（Gabriel

Ardant）所言，即便是拥有一套完善行政系统的国家，征税仍是一项不容易的工作⑥。国家获得税收需要

克服诸多障碍，行政能力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换言之，一个政权选择采用包税制的现实原因是复杂的，

制度实践的结果更是具有多种可能性。本文通过考察1928—1932年间温处地区盐税和食盐运销的包

办过程，发现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盐政制度语境下，包税制有着更多元、复杂的功能和运行机制，这有助于

补充和深化学界对包税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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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如何快速筹款和保障税收稳定关系到政权的存亡。

当时财政部被迫命令各省先不要急于区别“良税”与“恶税”，一切以军政费用筹措为首要目标①。正因如

此，国民党在当时的许多临时性筹款活动也被后世研究者简化总结为具有“为我”“恐怖统治”等特征的

非理性举措，学者们试图以此来证明国民党的独裁属性和统治效率低下②。然而，这种简化处理只是局

限地从概念层面分析政权的性质，并没有考虑国民党在当时面临的政权存亡危机。在1927年下半期的

政治和经济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将部分地区的盐税交由商人包揽，这种制度选择似乎是当时解决中央

财政困难的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

合同包税制在当时满足了新生政权的多方面需求。首先是盐税包商制推行后，这些地区就有了代

理政府征税的包税商，政府可以摊派筹款任务。包税商不仅在合同成立后预缴了保证金和首月盐税，此

后每月还将预缴下一个月的盐税，南京政府达到了向世袭盐商预借盐税相同的经济目标。其次，盐税交

由包税商认办后，政府可以从包税商那里获得定额财政收入，盐税收入的稳定性有了一定保障。最后，

政府还将整顿盐务和推销官盐的压力部分转嫁给了包税商承担。南京国民政府有选择地在官盐市场萎

缩的区域实施包税制，这种制度安排除了节省政府的行政成本外，还进一步降低了政府治理私盐的成

本。包税商兼有运销职责，相较于单纯包税的商人，盐税包商垄断了食盐批发，有责任推销官盐，他们的

最终收益取决于私盐治理效果和盐栈推销能力。国民政府则通过招商竞标抬升了包税额，让其高于这

些区域在当时的正常盐税收入额。这样的制度设计促使合同包税商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主动整顿盐务，

力求恢复和扩大官盐市场。因为包商只有主动整顿盐务和治理私盐，他们才有可能从包税生意中营利。

在包税制运作过程中，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措施，但不同层级政府对包商的立场上存

在差异。由于包税额普遍较高，因此包税商是否如数上缴超额部分税收并不是政府监管的重心。在这

些官盐市场萎缩的区域，政府机构的监管重心是督促包税商按时缴纳税款和进行盐务整顿。包税商将

强化缉私和调节税率作为恢复官盐市场的两个常用办法，但他们不能绕过政府直接执行这两项措施。

他们需要将整顿措施上报盐政机构审核，各级盐务官员需要评估这些措施是否会减少官盐销量和附加

税收入。在合同包税制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附加税收入情况全靠包税商的盐务整顿效果，因此这两

个层级的政府会尽可能为包税商提供政策便利，以期这些区域的官盐市场能够恢复和扩大。

地方官员对待盐税包商制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们站在了反对包商的阵营。包税商想要垄断食盐

批发，尽可能控制场盐和零售市场，以达到恢复官盐市场的目标。包商的计划威胁到了私盐市场的运

行，进而损害了部分地方经济组织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些利益受损群体利用各种渠道来抵制

盐税包商制，他们构成了影响温处地区社会治安的重要力量。相较于规定模糊的协助缉私考成，避免动

乱才是地方官员的优先任务。包税商自始至终都没能有效推行包税制度，这跟他们没有获得地方政府

的有力支持有很大关系。从最终结果来看，包商在地方社会结构中陷入孤立困境，这也导致了包税制在

温处地区难以长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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